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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大众生育态度倾向变迁
*

———兼论舆情大数据在人口学中的应用
李 婷 袁 洁 夏 璐 熊英宏 张露尹

【内容摘要】文章探索了如何利用网络舆情大数据来推断大众生育态度倾向的变迁。基于对网络
评论的简单情绪分类、LDA非监督分类和 fasttext 监督分类结果的比较，文章发现依托于计划行为理
论框架的监督分类法能提供更准确也更有意义的分析结果。从趋势来看，自 2012 年以来，涉及生育
的评论态度倾向从积极占多数快速转变为消极占主导，这个过程也伴随着话题维度的转变，从更多行
为态度上的表达转变为主要陈述生育面临的客观限制。房价、子女教育、工作成为提及最多的限制条
件。这些结果说明低生育意愿更多是受客观限制的影响，而非观念转变。分省市生育情绪与地方生
育水平较强的相关性体现了生育态度倾向分析的有效性。文章借此进一步讨论了舆情大数据在人口
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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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o use the online public opinion big data to infer the transition of fer-
tility intention propensity of Chinese web-users． By comparing the results from the simple sentiment analysis，
the LDA un-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and the fasttext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it is found that the super-
vised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yields more accurate and meaningful results． A
change from the positive to negative dominant mood of fertility intention has occurred since 2012，during
which there is a shift of topics． The comments regarding perceived controls have replaced those related to be-
havioral beliefs as the most popular ones for fertility． Housing price，children＇s education，and work are
the most mentioned key words in the category of perceived controls． The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fertility
intention propensity and fertility level among Chinese provinces validates our fertility intention analyses． We
also discuss the prospect of applying public opinion big data in demograph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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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我国生育率一直在低水平徘徊。为了应对
中国社会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红利消减等问题，我国在近几年内对生育政策做出了系列

调整。然而，随着 2016 年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我国生育率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强势反弹，这引发了社
会和舆论的普遍忧虑，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生育危机。学术界虽然普遍认同生育政策的放开
并没有改变我国目前低生育水平的现状，但是却对中国人的生育观念是否发生彻底转变存在一定争

论( 杨菊华，2015) 。
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实质上是在探索生育政策放开以后，中国生育水平仍然无法有效提升的重

要原因。生育率低下是因为年轻人普遍推迟婚姻和生育的进度效应引起的? 还是由真实的生育意愿
降低造成的? 如果是缘于真实的生育意愿降低，那么这种降低是由于客观条件( 经济、住房等) 的限
制，还是因为中国像很多西方国家一样正在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变，生育不再成为个体的义务以及实现

生命价值的手段，从而彻底动摇了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 Lesthaeghe，2014; 刘爽等，2012) 。理解
这个问题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只有了解生育率低下背后的真实逻辑，才可能制定有效政策促进生育

率回升或者帮助家庭实现发展需求。
传统的人口学对于生育观念和态度的研究主要借助于问卷调查和田野访谈( 侯佳伟等，2014 ) 。

虽然调查访问是社会科学领域最基本和有效的数据收集手段，但是在生育态度的研究上，存在一些重

要的缺陷。一方面，观念和态度这类主观性强、抽象度较高的问题很难在问卷中得到准确量化。通常
来说，这些问题会以五分或七分李克特量表的形式呈现，以区分态度从负到正的不同等级。但是由于
个体对等级尺度的认知基础不同，难以对得分进行完全对等的比较。同时，简单的打分也很难测量个
体对该问题内涵和外延的全面理解。生育态度虽然不是一个抽象性很高的概念，但是在实地问卷调
查中，迫于各种各样的压力，获得的信息可能不是个体最真实的想法。另一方面，比起其他的态度观
念，生育是一个可以快速转变的态度，它会受到周围的社会环境以及群体行为的影响。问卷调查特别
是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通常时效性比较低，在生育政策变化频繁，生育态度快速转变的时代，很难及

时追踪这种变化或者体现生育态度的不确定性。
近些年来，大数据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各个科学研究领域的全面渗透，为研究大众生育态度及其变

化提供了一个新途径。大数据本身所具备的一些优点恰好可以弥补传统问卷调查和田野访谈中的不
足。首先，大数据具有较高的时效性和经济性。因为数据即时抓取的特征，它们能随时反映最新发生
的情况，解决大部分问卷调查的滞后性，并且大大降低了研究的成本( 孙秀林，2015) 。其次，大数据能
弥补传统调查中对观念性、文化性、理解性等抽象特征测量的不足( Inati et al．，2014; 孙秀林、施润华，
2016) 。在大数据系统中，我们可以利用个体的语言以及即时情绪上的反应来间接体现这些抽象信
息。具体来说，我们可以通过爬虫获取网络上大众对生育相关问题的评论，经过文本分析辨析出个体
对生育的态度倾向。这也是新闻传播学中网络舆情分析的一种( 李弼程，2015) 。
然而在社会科学中要利用大数据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这与大数据本身的

特性息息相关。从根本上讲，大数据并不是为研究专门设计，通常来自对大众日常活动中所产生的数
字痕迹的追踪。这就导致了大数据具有非代表性、有效信息含量低、内容非结构化、缺乏逻辑范式等
研究应用中的弱点( 孙秀林、施润华，2016) 。那么在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究竟能否应用大数据? 本
研究将以中国网络大众生育态度的舆情分析为例，一方面揭示我国网络民众生育态度的变迁; 另一方

面也就此探讨在人口学研究中应该如何利用大数据和舆情分析。

2 研究设计

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本研究需要充分考虑到网络舆情大数据的优点和劣势，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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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适当的研究设计。依据一般网络舆情分析的步骤，第一步需要通过爬虫获取相关网络评论。第
二步进行文本分析，将获得的评论进行分词处理，再借助语义分析中的情绪分析技术来获得对单条评

论的情绪分类( 快乐、生气、悲伤) 或者正负态度倾向。最后一步在集合层面获得整体的情绪或者态度
趋势。然而在针对生育态度的研究上，我们需要对以上的程序做更为精细的设计，以克服大数据的一
些天然缺陷。
2． 1 概念界定
研究设计首要的一项任务是对研究概念进行界定。在问卷调查中，生育意愿是一个比较容易被

界定的概念，它是指人们对自己生育行为和结果的主观愿望和要求，涵盖理想的子女数量、性别和生
育子女的时间等( 顾宝昌，2011) 。期望生育子女数、生育意向和生育计划是常用的测量指标( 郑真真，
2014) 。然而在进行舆情分析时，绝大部分评论并不是针对生育意愿问题的回答，因而我们是无法直
接获得对生育意愿的测量的。我们只能从每一条评论中判断个体对生育的态度，获得的更多是一种
倾向判断。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生育态度倾向这一概念，它反映了个体在评论中所体现出的对
生育或者生育更多孩子的意愿 /行为的赞成或者反对的倾向，本文也把它称为生育情绪。
对于这个概念还有两点需要澄清。首先，我们没有也无法限制生育态度是针对一孩、二孩还是多

孩的。我们只能认定凡是认为“无论如何应该生育一个孩子”或者“孩子越多越好”都是正面情绪，而
认为“不生孩子也挺好”或者“孩子质量比数量更重要”都是负面情绪。其次，我们也无法规定态度倾
向是针对自身的生育意愿，还是从社会层面出发的生育态度。因此，“希望至少生两个孩子”“支持全
面放开生育”“人多力量大”等都被纳入正面情绪中，“一个也不想生”“中国问题就是人太多了”等都
被纳入负面情绪中。这种概念边界的模糊是由舆情大数据的完全开放性和数据收集的被动性特征所
决定的。
2． 2 基础数据爬取
基础数据获得的第一步是需要对网络爬取对象的范围进行界定，要考虑潜在的数据有效信息含

量低的问题。大多数简单舆情分析都是针对特定事件，因而事件本身比较好界定，相应评论范围也好
确定。但生育是一个较为广泛探讨的问题，特别是要考察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期的变迁，话题比较分
散，搜索边界并不明确。我们尝试获取微博随机选取的 3 个月内所有涉及生育、生孩子、二胎等关键
词的主题微博或者转发评论，共计 28 万多条，但是经过人工随机抽取检查，能体现个人生育态度的条
数不到 1%。大量的无关信息对后续准确识别生育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干扰。这也就是大数据的信息
稀薄问题。
为此，我们将搜索对象限定在新闻媒体发布的、与生育政策或者生育水平讨论有关的新闻网络评

论上。我们将主要借助新浪微博和网易新闻这两个媒体中介。选取微博的好处在于，各大主流新闻
媒体均在微博上有发布账号，方便新闻集合搜索，并且利用微博嵌入的评论功能，可以便捷地获得对

相应新闻的网络评论。网易新闻也是较早开放新闻即时评论的媒体平台。除了自写新闻以外，网易
也大量转载其他媒体新闻，可以作为微博评论的有力补充，避免使用单一平台的偏误。选用这两个平
台的另一个优点在于，它们均很少对评论进行筛选处理，特别是对敏感性并不高的生育话题，不会存

在很高的删除偏误。
最后，我们将信息爬取对象界定为在新浪微博和网易新闻平台上自 2012 年 1 月 1 日到 2018 年

11 月 10 日间所有与中国生育政策、生育水平或者生育意愿相关的新闻的网络评论。为了进一步排除
信息稀薄的干扰，我们的实际操作分为三步: 第一步爬取界定日期范围内所有以新浪微博媒体认证的

账号发布的涵盖生育政策、生育水平或者生育意愿等关键词的主题微博，以及包含类似关键词的网易
新闻标题，共计获得 794 条微博新闻和 995 条网易新闻; 第二步对所获得的新闻内容进行筛选，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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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的新闻主题是与中国生育政策、生育水平或者生育意愿等问题高度相关的，由此获得两个平台一
共 167 条新闻; 第三步是获取这 167 条新闻的全部评论，最终爬取 61090 条评论，作为分析的基础样
本。除了评论本身，每个样本还获取了评论的时间、评论者网络标注的性别以及根据 IP 或者自填信
息获得的评论者所在的省级行政单位这几个变量。
2． 3 样本的代表性问题
在进入下一步样本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先来讨论非常重要的样本的代表性问题。大数据虽然数

据容量大，但是却常常在数据代表性问题上存在巨大缺陷( 孙秀林、施润华，2016 ) 。这与很多大数据
是被动数据的特性有关。也就是说，我们通常只能获取留下数字痕迹的样本，而这些样本在年龄性别
结构、受教育程度等多方面存在巨大选择性。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网络大数据并不能对总体
进行推断。
在本研究中，我们需要采取以下一些策略来应对样本代表性问题。首先，将研究总体界定为网络

大众。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解决评论样本的自选择性，这就决定了在本研究中，我们的研究目的不是
获得总体的生育态度分布，而是探索态度的变化趋势。其次，要保证趋势研究的可靠性，我们还需要
对样本特征进行考察，因为不同年份趋势的可比性是建立在不同年份样本的可比性上的。根据新浪
微博用户发展报告，虽然每一年份的用户构成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微博的使用主体一直是

19 ～ 35 岁的人群，其占比在 70%以上; 男女性别比例相当; 受过高等教育的用户比例稳定在 70% ～
80%之间; 一二三线城市用户达到 70%左右( 新浪微博数据中心，2017) 。而网易新闻用户主体是 25
～ 40 岁的人群; 男性用户占比为 60% ; 高等教育用户占比在 50%以上; 地级市及以上用户占到 70%
( 易观，2016; 人人都是产品经理，2018) 。可以看出，这两个平台使用者的特征在观察期间并没有发生
显著改变，主要涉及 19 ～ 40 岁处在生育高峰期且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群体。因此，本研究生育态度
变迁的主要推及人群为城市地区的中青年，而这部分人群也被普遍认为当前生育意愿较为低下( 宋

健、陈芳，2010) ，对这一人群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2． 4 态度倾向分类
态度倾向的分类识别是整个研究的核心。在获得评论样本之后，计算机需要对文字进行处

理，变成机器可识别语言，进而再基于特定规则对语言文字进行分类判断。这个过程也就是计
算科学与人工智能领域中的自然语言处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 。NLP 本质上希望
实现人与计算机之间用自然语言进行有效通信交流，包括分词、主题提取、语义和情绪分类等具
体应用技术( 王灿辉等，2007 ) 。在本研究中，我们的态度识别实际包含了文本预处理和态度倾
向分类这两步。
文本预处理也就是数据清理，在本研究中，我们要先进行分词处理，即将评论转化成由单个词组

成的词向量。在获得分词结果之后，我们还需要再移除标点符号、过滤无意义词，最终得到可供分析
的语料矩阵。
2． 4． 1 简单情绪分析
在进行最重要的态度倾向分类这一步时，我们有几种选择。第一种是将从文本样本中提取的主

要词汇与已有的情感语料库进行比对打分。这些情感语料库通常是已经训练好、代表一般意义下的
词的情绪。比如，出现“开心”这个词就会对这个评论做积极情绪的判断，出现“失望”则会做消极判
断。我们采用 Python的中文文本分析程序包“snownlp”，并利用其默认的情感语料库来进行分析，得
出每一个评论呈现积极情绪的概率。
这种方式虽然操作比较简单，但是只能判断话语本身的情绪，而语言本身的情绪并不完全等同于

态度，情绪的积极并不代表态度的赞同。同时，态度本身除了积极与消极这一个维度外，还有着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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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内涵。这就要求我们对态度倾向的分类超越积极和消极这一单一维度，接下来的两种选择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一目标。
2． 4． 2 非监督分类
首先是非监督分类法。这一类方法不要求提前设定分类类别，而是通过机器学习挖掘文本信息

特征，自动划分成典型类别，再将文本进行归类。文档主题生成模型(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
是一种典型的非监督分类法，它通过机器学习来识别文本或文档集中潜藏的主题信息。简单来说，该
方法利用文本预处理所得到的词频向量，将文本信息转化为易于建模的数字信息。通过统计词频的
方式，形成主题单词构成和评论主题构成的多层概率分布，进而实现分类( 邹晓辉、孙静，2014) 。也就
是说，我们提取所有评论中关于生育态度倾向的主题单词，形成评论主题类别及其概率分布，再依据

主题类别对评论进行分类。我们利用 Python里的“gensim”模块来实现 LDA分析。
2． 4． 3 监督分类
另一种方法就是监督分类了。与非监督不同，监督分类需要提前设定好预期的分类类别以及训

练样本，经过对训练样本的机器学习建立分类器，再实现对所有样本的分类。这种分类方法面临的最
大挑战在于如何设定类别。类别的划定从本质上来讲是建立理解生育态度倾向的视角，一种更好的
选择是依托于已有的理论框架。一个经典的探索生育意愿行为的框架为 Ajzen( 2000 ) 提出的计划行
为理论。这个理论不仅展示了从生育意愿、生育计划再到生育行为的逻辑链条，同时提出了行为意愿
背后的 3 个认知维度: 行为态度( Behavioral Beliefs) 、主观规范( Subjective Norms) 和知觉行为控制
( Perceived Controls) 。其中，行为态度是指个体对特定行为( 这里指生育) 的总体评价，是基于个人的
价值观念所反映的对该行为的喜好程度。例如，个体认为“孩子越多老年越有保障”代表对生育的正
面态度，而认为“生孩子不再是个体实现生命价值的方式”则代表了在该维度上的负面态度。主观规
范则反映个体在决定是否执行该行为时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它可以包括感受到的家人的催生压力、
朋友们的生育态度或是其他人的生育行为。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对执行该行为的难易程度的感
知。在针对生育的问题上，像“没人帮带孩子”“现在养孩子太贵”“房价太高”之类的表述都属于知觉
行为控制上的负面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评论样本进行初步检索之后，我们发现除了上述 3 个认知大类外，还有一组

比较明显的类别。这些评论虽然涉及对生育的态度，但是其出发点并不是个体的生活抉择，而是更为
宏观的视角，例如，认为“中国人已经太多了”是典型的负面态度，认为“中国老龄化问题严重应该鼓励
生育”则是正面态度。我们将这类评论单独剥离出来，将其命名为宏观态度以区别于从个体视角出发
的行为态度类别。相应的，我们把后者命名为个体态度以示区别。
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些认知维度都是通过问卷中专门设计的量表来测量的( Ajzen and Klobas，

2013)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这 4 类认知作为划分生育态度倾向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通过对
评论的分析，辨析出该条评论所涉及的态度是否属于这 4 类认知维度中的一类。在每一类别中，我们
又把态度划分为正向、中性、负向与无关这 4 种情绪类别，分别对应于在该类认知维度上倾向于生育
或者认为应该多生育、对生育多少持无所谓或者自由态度、不倾向于生育或者反对多生育以及与该类
别态度无关的评论。在实际操作中，这 4 类认知维度并不是完全互斥的，也即同一条评论可能同时涉
及多个类别的认知。因此，我们会建立多个分类器，依次辨别同一个评论在每个认知维度上的情绪
取值。
利用计划行为理论的认知基础来实行监督分类除了提供一个分类划分标准之外，更重要的是这

个框架能帮助我们更理论、更系统地来审视生育态度倾向的可能变迁。行为态度更多反映了个体的
生育价值观，主观规范代表生育文化环境，而知觉行为控制则揭示生育行为可能面临的困境。根据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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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经典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西方发达国家陷于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是由个人价值观念转变所引

起的生活方式抉择的变化( Lesthaeghe，2014)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特别是城市地区是否也在经历第
二次人口转变存在争议( 刘爽等，2012 ) 。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是近些年来即便有了生育政策的调
整，中国的生育率也仍旧维持在较低水平的原因。是个体价值观念的转变，还是生育文化环境的变
化，抑或是现实条件的抑制在起最主要的作用? 依据这个分析框架，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

线索。
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 facebook开源发布的 fasttext 工具来实现监督分类。fasttext 能提供简单而

高效的文本分类和表征学习的方法( Joulin et al．，2016) 。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选择一批训
练样本，按照上面提到的分类框架对它们进行人工分类标记，再利用标记好的数据训练模型分类器，

最后使用模型分类器对其他评论进行分类预测。我们在样本库中选择了新浪微博 2012 ～ 2018 年每
年 1 条微博( 共计 7 条) 的全部评论作为训练样本，一共人工标记 8962 条评论。研究的全部执行流程
可以参见图 1。

图 1 研究的设计和执行流程
Figure 1 Ｒesearch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low

3 研究结果

3． 1 简单情绪分析结果
如上文所述，我们利用 snownlp程序包对获取的评论进行简单情绪判断，输出的结果是每一条

评论是积极情绪的概率。对所有的样本来说，得到积极情绪的平均概率是 60． 5%。为了检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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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效果，我们将在监督分类中人工标识出的 8962 条样本内部进行结果比对。我们将 snownlp
概率大于 80%的训练样本设为正向情绪，共得到 2576 条“正向”评论。然而，这些“正向”样本中仅
有 699 条被真实标记为正向，正确率不足 30%。我们继续将正向概率阈值提高到 90%，正确率也
没有显著变化。这个结果说明，利用常规的情感语料得到的情绪分类，并不能体现个体对像生育这
样复杂情绪的态度。简单的情绪分类分析并不适用于大多数涉及复杂概念的社会科学研究。
3． 2 非监督分类结果

LDA分析首先给出了评论的词频统计，除了比较中性的“人口”“生育”“计划生育”“国家”之外，
“不生”“养不起”“不想”等带明显负面生育情绪的词汇出现频率很高。这是因为消极生育态度倾向
容易通过否定词捕捉，但是积极态度就很难通过词汇本身判断了。
我们利用 LDA的主题提取功能获得了 5 个主要的主题聚类，然而从这些关键词中，我们无法明确

分辨出每个主题的意义及其相互间的差异，例如，主题 1 和主题 2 分别出现最多的词是“养不起”和
“不生”，都代表负面生育态度倾向。由此可见，利用 LDA 进行非监督分类对生育态度情绪的辨识也
不理想，无法分辨提取主题的特征意义，所得的分类也就变得无意义。LDA非监督分类效果不佳的原
因，一是因为生育相关的评论话题比较开放，二是因为主题提取一般被证明对文档分析比较有效，评

论通常以短句为主，使得样本中关键词比较少，无法发挥 LDA的真正效果。
3． 3 监督分类结果
按上文所述，监督分类对每一条评论在 4 个认知维度上分别执行分类，获得在每一维度上正向、

中性、负向和无关的赋值。我们把训练样本划分为 4: 1 的训练集和测试集，以验证 fasttext 的分类效
果。结果发现测试集中个体态度、宏观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正确率分别为 70%、94%、
92%以及 87%。除了行为态度的正确率稍低以外，其他类别的正确率都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对于
考察生育态度这么复杂的社会观念来说，这个程度的正确率是可以接受的。
基于训练集生成的分类器，我们对所有样本进行分类预测。除了 4 类认知维度外，我们还需要计

算一个总体态度倾向。我们将每条评论在单个维度上的正向态度赋值为 1，负向态度赋值为 － 1，中性
态度赋值为 0。当各个维度加总分为正时，总体态度确定为积极; 加总分为 0 时，总体态度为中性; 加
总分为负时，总体态度为消极。如果在所有维度上的判断都是无关，则该条评论被划为无关评论。在
全部的 61090 条样本中，我们最终获得 25590 条可辨别态度的样本，只占整体样本的 42%。可见，虽
然我们对样本获取做了诸多聚焦处理，仍然要面对大数据的信息稀薄问题。
表 1 展示了样本在 4 个认知维度和总体态度上的倾向分布。涉及这 4 个维度的评论分别占总

样本的 46． 2%、3． 6%、4． 2%和 54． 3%，其中，表达个体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的评论最多。需要注
意的是，这些百分比的总和不等于 1，因为一个评论可能会涉及两个或多个维度的认知态度。具体
来看，总体生育态度中有 78． 5%是负向的; 个体态度中有超过 50%是负向; 提到知觉行为控制的评
论基本都是负向态度; 在涉及宏观态度的评论中，有接近 80%认为中国人太多，不应该放开或鼓励
生育; 主观规范中中性占比较多，代表感受周边的态度是两极分化的。由于样本并不具备严格的代
表性，我们不能从样本的态度分布推断总体的态度分布，这里更有意义的是观察认知维度和态度倾

向的变化趋势。
图 2 展示了各类认知维度占比随年份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在评论中涉及个体态度的占比从

2012 年的 60%多下降到 2018 年的 40%，而谈论知觉行为控制的占比从 2012 年不到 15%上升到 2018
年的 60%。宏观态度虽然整体占比不高，但是在整个区间内也呈下降趋势。主观规范在整个区间内
呈现波动变化，在“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政策提出的 2012 和 2015 年占比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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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育态度倾向在 4 个认知维度以及总体上的分布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Fertility Intention Propensity by Cognitive Dimension

个体态度 宏观态度 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 总体态度倾向

正向( % ) 39． 7 21． 0 25． 3 0． 0 17． 2
中性( % ) 3． 2 0． 3 32． 4 0． 0 4． 3
负向( % ) 57． 1 78． 6 42． 3 100． 0 78． 5

合计条数
( 占总样本百分比)

11813
( 46． 2)

932
( 3． 6)

1063
( 4． 2)

13885
( 54． 3)

25590

资料来源: 表中数据为本研究依据从新浪微博和网易新闻中爬取的数据计算得到，后文图表资料

来源同表 1。

图 2 各类认知维度占比随年份的变化趋势
Figure 2 The Change of Cognitive Dimension Distribution by Year

图 3 展示了总体态度倾向随年份的变化趋势。从中可见，积极生育态度倾向的占比从 2012 年
的 50%以上快速下降到 2018 年的 10%，而消极态度倾向在 2018 年则占据了几乎 90%的有关生育
的评论。这种总体态度的变化与所涉及的评论维度的变化有一定关系。例如，提及知觉行为控制
的评论基本都是负面态度表达，随着知觉行为控制的占比提高，负面态度倾向也会相应显著提升。
当然，态度本身的变化也是导致总体态度倾向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由于宏观态度和主观规范在
整体评论中占比很低，并且这两个维度内部态度倾向变化不大，因此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在个体态度

上的情绪变化。
图 4 展示了在个体维度上生育态度倾向的时期变化。如图 4 所示，个体维度上正向态度的占比

从 2012 年超过 60%滑落到 2018 年低于 30%。其中，2013 ～ 2015 年的降低幅度最大。这种态度的转
变一方面可能与参与的话题有关，2015 年以前更多是针对可能放开生育的新闻，参与的评论更有可能
是表达支持放开等积极的生育态度，而 2015 年以后更多是针对生育政策效果和生育水平的报道，参
与的评论大部分讨论为什么生育率没有实现大幅度反弹，相应态度也会更消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
也不可否认个体对生育本身的抉择态度也在变得更加消极，其在 2016 ～ 2018 年又有一个明显的
下降。
综合来看，总体的生育态度倾向持续变得消极是由提及知觉行为控制的评论增多以及个体行为

态度转变为负面共同导致的。这两种变化均表明在谈及生育这个话题时，近些年来的网络情绪转向
了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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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总体态度倾向随年份的变化趋势
Figure 3 The Change of Overall Fertility Intention Propensity by Year

图 4 个体态度倾向随年份的变化趋势
Figure 4 The Change of Fertility Intention Propensity of Individual Behavioral Beliefs by Year

既然知觉行为控制成为近几年来主导生育态度倾向的认知维度，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对该维度进

行词频分析并制作词云图，以探索是哪些因素成为个体最常感知到的对生育的现实阻碍。如图 5 所
示，除了直接表达态度的“养不起”“不生”之外，被提及最频繁的生育抑制条件是“房价”“房子”这两
个跟住房相关的词，其次是“教育”和“幼儿园”这些跟孩子培养相关的词，再其次就是“生活”“工作”
和“发展”这些代表家庭和个人发展关系的关键词。综合来看，网民在对生育限制条件的感知中，房
子、孩子教育和工作发展成为其中最重要的现实考量。住房成为生育的首要感知限制，这可能跟住房
购买对经济资源的强大挤占效应有关( 唐重振、何雅菲，2018) 。高企的房价大量消耗了年轻人的生活
成本，从而降低了他们对生育投入的资源和信心。
我们下一步再来看分性别的认知维度和态度倾向的差异( 见图 6 ) 。从认知维度来看，女性有显

著更多的评论涉及知觉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说明女性更多地感受到生育的客观条件限制并同时受

主观环境规范的影响更大。相对而言，男性评论会涉及更多的宏观视角。就生育态度倾向而言，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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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更为消极。性别差异的结果比较符合认知预期，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大数据舆情分析的有效性。

图 5 知觉行为控制词云图
Figure 5 Word Cloud of Perceived Controls

图 6 分性别认知维度和态度倾向分布
Figure 6 The Distribution of Congitive Dimension and Intention Propensity by Sex

大数据分析的实际应用意义是要建立在有预测价值的基础上的。由于数据涉及的年份有限，并
且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年变动较大，我们无法检验态度倾向与全国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可
以借助评论的地理变量，在一个截面时期上观察各省级行政单位生育态度倾向与实际生育水平之间

的关系。这 25590 条有效评论，除去地域是海外和其他无法识别地区的 3500 多条外，覆盖了我国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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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 市、自治区) 以及港澳台地区。在排除掉港澳台地区之后，我们继续删除了西藏、新疆、宁夏、内
蒙古和甘肃这几个省( 市、自治区) ，一来因为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生育政策和生育观念与其
他地区有较大差别，二来因为这些地域的评论条数较少( 小于 120 条) ，显著低于其他省( 市、自治区)
的样本量( 平均在 800 条) ，可能产生较大样本偏差。对于剩余的样本，我们考察各省( 市、自治区) 生
育态度倾向中正向情绪占比与 2016 年各省( 市、自治区) 人口粗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并做简单线性
回归。
如图 7 所示，各省( 市、自治区) 的正向态度倾向占比与 2016 年的人口粗出生率呈现较强的线性

关系，回归的 Ｒ2达到 0． 3。对于单个变量来说，预测的效果还是可以接受的。可以看出，出生率持续
低迷的东北三省，网络评论的负面情绪也比较高，而生育文化更传统的福建、江西、广东、河南等地，正
向情绪占比相对领先于其他省( 市、自治区) 。这些结果都符合预期判断，说明通过生育情绪分析来推
测生育水平变动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我们再来考察那些对回归直线偏离较大的样本，其中，山东较高
的出生率对应于二胎政策后生育的强势反弹。另外比较突出的是上海和北京这两个直辖市，它们的
出生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然而其正向态度比例却相对较高。可能的原因是使用北京和上海 IP 地址
的网民涵盖大量流动人口，其生育行为可能并不发生在这两个城市中。此外，如果以自填地区来看，
也会有不少非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倾向于把个人定位设置为这两个城市，由此会产生样本偏误。
当我们除去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后，回归的 Ｒ2上升到 0． 42。

图 7 各省( 市、自治区) 2016 年粗出生率对正向生育态度倾向占比的线性回归
Figure 7 Ｒegression of Crude Birth Ｒate on Positive Fertility Intention by Province

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又将各省( 市、自治区) 的正向态度倾向占比与 2015 年的粗出生率
做回归。利用全部样本和除去北京、上海样本的回归所得 Ｒ2分别为 0． 26 和 0． 43，显示了结果的稳
健性。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探索如何利用网络舆情大数据来推断大众生育态度倾向的变迁。基于对简单情绪分析、
LDA非监督分类和 fasttext监督分类结果的比较，我们发现依托于计划行为理论框架的监督分类法能
提供更准确也更有意义的分析结果。从整体的趋势来看，自 2012 年以来，涉及生育的评论态度倾向
从积极居多快速转变为消极占绝对主导，这个过程也同时伴随着话题维度的转变，从更多表达行为态

度到主要陈述生育面临的客观限制。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中国生育水平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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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政策调整之后并没有实现强势反弹，是生育观念的转变还是现实条件的抑制作用? 从本研究的结

果来看，虽然生育观念有一定程度的转变，但是在提及生育问题时，更多人的首要反应是谈及实现生

育所面临的客观限制。也就是说，现实条件的抑制作用是阻碍生育率反弹的最大原因。这也说明如
果下一步的政策措施得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现实的抑制条件，生育水平是有可能得到回升的。
在对所有涉及知觉行为控制的评论做词频分析之后，我们发现提及最多的限制关键词是“房子”

“教育”和“工作”，说明高企的房价、子女的教育负担、生育所面临的工作和时间成本是阻碍生育率提
升的重要因素。这些发现为进一步完善生育服务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例如，抑制房价上涨，为年轻
人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可能是提升生育率的有效手段。其次，减轻儿童和家庭教育负担，引导树立正确
的子女教育观念，有利于缓解对生育的忧虑情绪。最后，积极的家庭生育支持政策，比如托育服务的
提供可能会对提高生育率产生效果。
本研究另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对生育态度倾向的分析，来探讨舆情大数据分析在人口学研究中

的应用前景。具体来说，我们试图回答两个问题: “为什么需要”以及“怎么用”。关于第一个“为什
么”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在导言中讨论过的大数据的优点。首先是信息收集的时效性和经济性很
强。大部分大数据都可以做到实时收集和监控，并且不用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其次，大数据更加开
放的数据收集框架和文本分析技术，使得我们能更深入挖掘和获取个体对抽象议题的综合认知，从而

更加全面地理解特定现象的发展变化规律和背后的逻辑。基于时效性和全面性的特征，舆情大数据
能够帮助建立更好的人口预测和预警辅助系统。
然而从“需要用”到“能够用”并不是一件自然发生的事情，如上文讨论的一样，由于大数据本身

的缺陷，我们必须有针对地处理这些问题，才能有效利用大数据。这也就涉及“怎么用”的问题。
第一个是数据的代表性问题。对于网络舆情数据来说，无论数据量有多大，所获得的样本肯定是

有偏的。这是由大数据“被动”采集的特征所决定的，即我们只能捕捉到留下数字“印记”的个体，而
这些个体是高度自选择的。为了应对代表性问题，我们需要小心界定总体，同时明确很难基于这些数
据去推断总体特征。对于网络大数据更合适的是去做趋势分析，追踪社会人口现象的发展变化规律，
或者进行群体间的相对比较。当然，趋势分析或者群体比较成立的前提还是样本特征的稳定性。在
本研究中，我们注重生育态度倾向变化趋势的探索，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这些结果可能只对居住在

城镇的年轻人群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样本提供的信息不能代表个体对该议题
全面的态度。比如，大部分评论虽然只涉及 1 ～ 2 个认知维度，但是并不代表个体在别的维度上没有
观点和看法。他们只是“选择性”呈现出个人最首要的认知情绪。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文也只
是对个体最突出的生育情绪表达的分析，这意味着基于舆情数据发现的规律是需要谨慎看待的，我们

要认识到其局限性。
第二个是数据的稀薄性问题。同样由于数据收集的被动性，导致在很多时候缺乏问题的框架限

制，造成实际数据中有效信息含量很低。有效信息含量低不仅会影响研究的效率，更会因为掺杂太多
无关信息而干扰后续分析。在本研究中，我们尝试过在更宽泛的话题框架下收集数据，而实践证明我
们无法对这种有效信息含量很低的数据进行有意义的分析。因此，我们需要在研究中尽量设计多重
筛选程序来限制信息的发散性。大数据的稀薄性还体现为能获得的个体变量非常有限，在本研究中，
我们只能探讨性别和地域这两个特征与生育态度倾向的关系，这显然限制了分析的深入性。
第三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在大数据分析中是否应该引入理论框架。大数据的广泛使用曾被认为

会对现有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造成冲击。大数据的教父级人物维克托·迈尔·舍恩伯( 2013) 甚至认
为大数据可以依据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建议模型，实现预测功能，从而跳过对因果推断过程的理论需

求。然而在本研究中，我们展示了要构建有意义的预测指标是需要有理论框架的协助的。就本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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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计划行为理论为数据提供了更为合理和高效的分析框架，使我们能够获得有意义的态度倾向测

量。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框架能够帮助研究者对大数据进行结构性梳理。相比于常规的调查数据，
大数据更加开放发散但也更有可能缺乏内在的结构性。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大数据的分析和建模通
常面临比较高的风险，而好的理论框架的存在就大大降低了失败的可能。同时，理论框架的存在也能
引导我们在数据分析中发掘和回应理论关心的问题。譬如在本文中，我们就试图去理解中国低生育
水平背后大众生育态度变迁的逻辑，是生育观念的转变还是现实条件的限制作用更大。总结来说，一
个有意义的大数据研究并不是要打破原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反而是在融入已有研究范式之后更

能发挥其效用。由此引申来看，网络舆情大数据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问卷调查数据，它与传统数据
可以互为补充，弥补各自存在的缺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除了在收集渠道和收集方式上存在差异之
外，网络舆情大数据与传统数据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因而网络舆情大数据也像传统数据一样需要融

入特定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中，才能更好地发挥价值。
最后，舆情大数据分析的应用前景是建立在大数据采集和分析技术的发展程度上的。目前，学术

研究中对大数据的应用还比较粗浅，主要停留在描述、简单预测和辅助分析上。这些应用并没有发挥
大数据最重要的一个优点，即可以揭示个体之间存在的网络结构( 孙秀林、施润华，2016) ，并利用这种
网络结构去理解社会人口现象背后的机制。可以预见，随着技术的进步、研究思维的拓展和更多数据
的开发，网络舆情大数据以及其他形式的大数据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形成对现

有研究体系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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